
 

张百熙启始拓基 

（校史研究室  魏书亮） 

 

1902年 1月，清廷派张百熙为管学

大臣，主持教育改革新政，经理京师大

学堂。1904年 1月，清廷改管学大臣为

总理学务大臣。不久，又专设大学堂总

监督一职。随着孙家鼐、张亨嘉的到任，

张百熙结束了主持大学堂的事务。在这

两年时间里，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

医学实业馆相继成立并招生运转，重建

的京师大学大学堂条规详备、格局初具、

教习到位、分类课程确立，并按计划派

出了留学生，建立了正常运行的稳固根

基。张百熙因开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被北师大人尊为首任校长。 

张百熙是清廷重臣，历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要

职，在清末新政中颇多建树。张百熙同时也是一位学问宏通、关注新学、勇于革

新的清末教育家，曾先后在山东、四川、江西、广东等地担任乡试考官、学政，

并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是少有的熟悉大清教育现状和学政弊病，能够切中肯綮、

开物成务的稳健派改革干将。 

受理复建大学堂之初，张百熙向清廷上疏（《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称

“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

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治学思想。在清末新

政中，任何一项措施的展开，都会遇到“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京师大

学堂就是一个复杂而集中的“两派”观点纷争的交汇点，采取“基旧开新”的策

略，可以说是一种着眼于实际的明智和上策。大学堂恢复之初，考虑到“并无应



入学肄业之学生”，各省开办中小学堂尚需时日，遂决定暂不设本科，先办速成

二科和预备科。 

1902 年 12 月 17 日，恢复的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实际上只有师范馆

和仕学馆，200 余名学生中，师范馆的超过三分之二。1903 年大学堂不足 300

名的在堂学生中，师范馆达 195人。为什么“师范馆”受到格外的重视？我们可

以根据清廷谕旨、大臣奏疏、学堂章程进行适当的推理。 

由于守旧派和革新派的对立和争斗，回应社情民意、国际观瞻的清末新政多

议而未举，兴学育才因关涉面广，且有形迹仍留的京师大学堂为抓手，于是成为

急务，“应即切实举办”。新式学堂的开设，需要大量的学员，师范是“群学之基”，

“欲求学员，最重师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 当然也同样成立。师范馆的招

生，“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在京招考由管学大臣主持录取，余下名额由各省选

送，要求“品行端正，志趣宏远，中学既具功底，西学已谙门径”。毕业生在晋

身上要高一级，“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

进士”。派出留学的比例，师范馆的也高，京师大学堂首批派出的 47名留学生中，

31 人是师范生。以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并由张百熙、

张之洞、荣庆共同主持修订而成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由政府颁布、首个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系统，俗称癸卯学制。在这一学制中，《优级师范学堂》单

独制定，从中也体现了张百熙对师范馆的长远规划，这是此后北京师范大学独立

建制的法令和制度依据。 

在教员的选用上，张百熙更是费尽心机，倾力以求。在他看来，“大学堂之

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为敦请“学问

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出任总教习，他身

着大礼服跪地以求，且语句动情，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先生不出，如中国何！” 在他的力请下，张鹤龄、蒋式瑆、杨道霖、王舟瑶、

屠寄、杨模、胡玉麟、陈黼宸、林纾等名家大贤、时才俊彦，一时云集京师。服

部宇之吉、太田达人、氏家谦曹、扳本健一、矢部吉被、西村熊二、铃木信太郎、

高桥勇、桑野久任、法贵庆次郎等各科洋教习也日益齐备。对于这些教习，他通

过委以重任、派遣出国考察、提供优厚薪金等方式，使他们安心教学、敢于任事，

“这学堂要办得好，就衮衮诸公；这学堂要是办得不好，就诸公滚滚。”表面上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似是对教员们的戏谑，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对教员们的高度信任和期许。 

张百熙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师范馆课程的创设。他将京师大学堂分为两科： 

“一曰政科，二曰艺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

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师范馆则有“伦理学、经学、教育

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学、博物学、化学、外国文学、图

画、体操等十四门功课”。师范馆的课程设置不仅中西并重，且普通与专门衔接，

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齐备，这为以后高等师范教育课程的改进和分化提供了根据，

也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师范教育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张百熙的重要贡献还不止于此。在他主校期间，大学堂的日常运行经费有了

着落，马神庙原址严重损毁的校舍得到了扩建，大量的仪器设备得以购置，随着

藏书楼、译书局、编书处的设立，教材和资料变得应付裕如。在他的推动和努力

下，一个有着现代大学特质的京师大学堂重建起来了。有人称他为中国“大学之

父”、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对于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来说，他的创始、开拓

之功，永为我们所纪念。 

 

 

  

 

 


